数字创新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以及演变研究

熊焰1；武婷婷1
（1.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 200030）

摘要：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2014-2020年30个省（市）制造业的面板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基于耦合协调模型对两者的协调水平、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动态演化趋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考察期内中国各省份数字创新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但不同年份各省份耦合协调度差异显著整体表现为“高低阶段省份少、中间阶段省份多”的模式，且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集聚效应。基于此，提出推动区域合作互动、鼓励制造企业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打造数字创新路径，强化区域间联系，以期为数字创新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优化提供一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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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entropy method is used to standardize the panel data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30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from 2014 to 2020. Based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the coordination level,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ynamic evolution trend of the two are analyzed empirical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of digital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all provinces in China showed a slow rising trend, but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different provinces showe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overall pattern of "fewer provinces in the high and low stage, more provinces in the middle stage", and showed an obvious agglomeration effect in space. Based on this, it is proposed to promote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raction, encourag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o enhance thei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create digital innovation paths, and strengthen inter-regional contacts, in order to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collaborative optimization of digital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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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全球产业价值例重构、逆全球化的大环境，当前中国制造业正处于战略转变的关键期和阵痛期，当前存在“高端技术低端化”和“高技术不高”的现象和“双向挤压”的严峻挑战[1]，使得制造业进行高质量发展正当其时。近年来，数字创新通过技术迭代、关键互补资源及知识的驱动，为制造业催生新动能、推动产业升级转型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战略工具[2]。

现有关于数字化转型的主流研究集中在宏观层面，有的学者发现数字化能够有效提高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3]，重构全球价值链[4]，激发经济活力[5]，有助于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6]。有学者基于CiteSpace软件开展了科学知识图谱分析，学者提出未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注重数字技术采纳与应用、数字化创新实践与扩散和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建设三个方面[7]，通过考察数字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有学者证实数字发展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深度融合能够推动制造业实现质量、效率、动力变革[8]，形成“支撑-驱动”的助力机制，对制造业的转型和发展等环节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推动制造业跨越数字鸿沟[9]。

另外数字化发展过程中，有一派研究是关于高质量发展本身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他们认为在我国工业企业完善互联网建设过程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作为载体，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也为数字创新提供优化路径[10]。有学者估算数字经济水平，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呈现显著正向影响[11]。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系统内部人才集聚，知识快速迭代积累，利用现代科技成果形成尖端技术，加速创新成果的产出并转化为经济效益，促进了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升级[12]，体现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对数字创新的反馈机理。

综上所述，根据增长极理论[13]，数字创新的辐射作用，能够促进本身及整个企业的升级转型，通过技术迭代、打造价值共创载体，沟通链接消费者、企业和数字技术高度融合，辐射带动区域产业升级发展。以往文献多从单一角度论证数字创新对制造业发展的单向影响关系，对两系统的耦合协调的研究还存在空白，因此本文通过对制造业企业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拟从双向互动的视角，探讨数字创新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交互状态，以期为我国制造业在新竞争格局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1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创新与制造业高质量耦合的互动机理

1.1数字创新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从生命周期理论来看，制造业向高质量发展跃进的过程中，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会采取不同的创新行为，表现出不同的创新水平[14]

 REF _Ref16377 \r [15]。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发展的背景下，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因素，数字创新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降低制造业生产成本。数据作为第五种生产要素[16]，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对于制造业研发生产、运营集成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有着关键作用，数字基础设施的日趋完备，数字技术、知识和好创造性人才流动不断加速，降低制造研发生产成本。数据要素的全景式应用推动着制造业生产要素重组[16]，通过传感技术、液压视觉等对全生产链进行精准把控，运用机器学习和算法进行科学决策，极大降低了生产资源的损耗，提高管理效能。

其二，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大量创新活动推动创新要素和资源高效融合，企业对创新要素进行合理配置，及时淘汰落后产能，更新优化内部结构，产业升级优化催生更多社会效益，激发产业链变革升级。需求端的不断扩张，正向推动产业结构螺旋上升式发展[17]。简言之，数字创新活动为产业链的升级变革提供支撑力，为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

其三，变革商业模式。数字平台以特有的价值共创载体，沟通链接消费者、互补企业与数字技术高度融合，塑造出全新的商业形态[18]。数字技术融入传统商业模式，利用智库和云端平台，聚合线上线下销售服务模式，符合新时代背景下个性定制、分散化市场消费需求[19]，加速商贸流通数字化，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技术密集型制造、智能制造的高质量发展升级。
1.2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倒逼数字创新水平不断提升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通过创新活动变革管理和生产模式，对数字创新活动具有反馈作用，对数字技术进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所需的生产要素对数字技术升级有重要推动作用，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的生产研发制造过程中产生与数字化进程相适应的人才、科技、资金等相关配套数字基础设施建设[20]，管理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促进数字技术服务升级，高效赋能数字技术进步。通过构建数据共享平台，企业价值网络与双轨动态匹配结构紧密互动，持续为企业赋能，促进了创新活动持续涌现。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双碳”认识提升，人民对于生活的健康、环保、低碳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会倒逼企业进行数字创新水平的不断升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数字创新成果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需求，产业结构优化，带来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催化技术升级以提供支撑，加速产业数字创新进程以满足绿色发展、品质生活的人民需求。企业转型升级所需的专业人才配备和高效率技术服务，反向刺激企业管理进行深层次变革，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拓宽企业服务覆盖度，倒逼数字创新水平不断进步，继而完善数字创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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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数字创新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互动关系机理
基于以上分析，结合生命周期理论，本文认为数字背景下数字创新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良性循环互动关系，如图1所示：数字创新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驱动力和支撑力，对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有着重要作用，同时，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为数字创新提供需求点和突破点，通过高效融合数字技术，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带动着数字创新水平的提升，二者之间相辅相成，交互影响，形成不断螺旋上升的动态闭环。因此，本文通过对制造业企业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为出发点，拟从耦合互动的视角，探讨数字创新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交互状态，以期为我国制造业在新竞争格局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本文的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借鉴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基于新时代发展内涵，从5个维度构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第二，从时间和空间等角度分析中国2014-2020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演进趋势；第三，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数字创新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水平，有利于政府了解各地区的协调发展状况，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2研究方法

2.1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2.1.1数字创新

随着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逐渐向各个领域渗透，作为一种新兴的创新模式，重塑了主体间价值共创方式，对为创新带来颠覆性挑战，但衡量数字创新的指标不统一，指标获取不易，缺乏统一的标准。因此本文结合前人研究，拟采取数字产品创新、数字服务创新、数字商业模式创新三个指标[指标权重分别为0.147 656 9、0.063 810 7、0.290 354 7]。

2.1.2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制造业是建设强国的基础，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关系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发展。中国立足新发展阶段、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当下，高质量发展更加强调在高速增长的基础上，能够达到的更高质态的发展，这里的“更高质态”是指更少的生产要素投入、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更好的经济社会效益的多维协调发展。本文借鉴崔耕瑞[21]学者的研究，拟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构建评价体系，各一级指标下又包含相应的具体指标，具体的指标选取和熵值法测算的权重大小如表1。

表1数字创新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影响性质
	权重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创新

0.119 982 9
	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全时当量
	＋
	0.082 169 5 

	
	
	高技术产业新产品开发项目数
	＋
	0.037 813 4 

	
	协调

0.064 588 3
	发展效率（利润/营业收入）
	＋
	0.033 962 8 

	
	
	产业融合效益
	＋
	0.030 625 5 

	
	绿色

0.016 786 5
	固体废物产生总量(万吨）
	－
	0.008 358 5 

	
	
	化学需氧排放量（吨）
	－
	0.008 428 0 

	
	开放

0.115 549 4
	外资开放度
	＋
	0.017 979 0 

	
	
	外贸开放度
	＋
	0.097 570 4 

	
	共享

0.181 270 5
	从业人员比重（R&D人员/地区总人口）
	＋
	0.097 269 0 

	
	
	上缴国家税务情况（万元）
	＋
	0.084 001 5 

	数字创新
	数字产品创新

0.147 656 9
	互联网普及率（万户）
	＋
	0.048 766 5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万个)
	＋
	0.051 879 5 

	
	
	移动电话普及率（部/百人）
	＋
	0.029 431 5 

	
	
	电信业务规模（亿元）
	＋
	0.017 579 4 

	
	数字服务创新

0.063 810 7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
	＋
	0.033 696 0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深度
	＋
	0.030 114 7 

	
	数字商业模式创新

0.290 354 7
	企业电子商务活动占比
	＋
	0.023 451 9 

	
	
	企业电子商务销售额（亿元）
	＋
	0.079 635 9 

	
	
	智能物流规模（万件）
	＋
	0.187 266 9 


2.2耦合协调测度

2.2.1熵值法

熵值法能够基于数据的变化情况赋予权重，客观地反映评价指标的重要程度，可较大程度消除个体主观因素的影响。本研究利用熵值法确定数字创新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系统的各指标权重，为消除量纲不同的干扰对所有指标经标准化处理，继而根据信息熵来客观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并在此基础上由线性加权法得到综合指数[20]。具体过程为：

计算第i个省区第j项指标在该指标中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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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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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为大于零的常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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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第j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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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第j项指标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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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系统的综合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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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是一种量化指标[22]，它描述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或子系统之间相互耦合和协调发展的情况，它涉及到耦合协调度D值和协调度C值的指标T值，体现在耦合模型中两个系统或子系统之间的连接、约束和促进水平。本文主要研究数字创新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协同作用，构建“数字创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模型，首先设Udi和Uhdm分别为数字创新子系统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子系统，λi为数字创新子系统所对应的权重，λj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子系统的权重，此处权重使用熵权法进行确定，并利用公式（6）计算耦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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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T为“数字创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发展指数，a和b为待定参数，分别代表数字创新发展子系统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子系统在“数字创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系统中所占的权重，此处，a和b的概率取值均为0.5。

[image: image9.wmf])

5

(

hdm

di

bU

aU

T

+

=

（7）

设D为“数字创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并利用公式（8）进行计算，本文采用了均匀分布函数法划分耦合协调度的区间和等级，如表2所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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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耦合协调度和判别标准

	耦合协调度D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度D
	协调等级

	0.000～0.099
	极度失调
	0.500～0.599
	勉强协调

	0.100～0.199
	严重失调
	0.600～0.699
	初级协调

	0.200～0.299
	中度失调
	0.700～0.799
	中级协调

	0.300～0.399
	轻度失调
	0.800～0.899
	良好协调

	0.400～0.499
	濒临失调
	0.900～1.000
	优质协调


2.3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变趋势分析

2.3.1全局莫兰指数

全局莫兰指数可用来探究研究区域的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关联程度，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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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的值域为[-1，1]，越趋近-1表明存在强空间负相关、省份间联系越不密切；取值越趋近于1，说明存在强空间正相关；取值等于0表明空间不相关，各省份间无联系；n为子区域的个数，本研究n=30；i、j表示省份序号；wij表示两省份的邻接权重(两省份相邻时取1，否则取0)；Di、Dj分别为省份i、j的耦合协调度；D为各省份耦合协调度均值，指数计算参考李强和李新华[24]的研究。

2.3.2基尼系数

改进的Dagum基尼系数法在描述空间不平衡问题具有显著特点，适用于研究特定区域空间的差异及差异来源[25]。总体基尼系数值可反映耦合协调区间整体差异，可从区域间、区域内多维度分析子样本的分布情况，以及划分区域交叉项对总体差距的贡献。

2.3.3核密度估计

本文利用高斯核函数对耦合协调度的动态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判断[26]，通过对数字创新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的分布进行密度估计，通过分析变量的波峰数量以及拖尾情况，来描述数字创新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差异和动态演变趋势。

2.4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中国内地30个省市为样本（由于部分地区数据缺失收集困难，本文不包含西藏自治区及港澳台地区数据，且对于样本数据的少量缺失部分利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各省市的统计年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集、国泰安CSMAR数据库等，时间节点为2014-2020年。

3实证分析

基于标准化数据，测算得出各省域2014～2020年数字创新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的耦合度（C值）、综合评价指数（T值）和耦合协调度（D值）。其中，耦合协调度（D值）结果见表3。

表3 2014-2020年数字创新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

	地区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均值

	北京
	0.473 5 
	0.482 2 
	0.495 1 
	0.520 4 
	0.532 9 
	0.560 2 
	0.581 5 
	0.520 8 

	天津
	0.393 2 
	0.406 9 
	0.423 5 
	0.435 5 
	0.448 3 
	0.457 3 
	0.475 7 
	0.434 3 

	河北
	0.351 1 
	0.372 5 
	0.397 2 
	0.419 5 
	0.436 8 
	0.449 5 
	0.472 7 
	0.414 2 

	山西
	0.300 0 
	0.322 1 
	0.336 8 
	0.358 1 
	0.375 7 
	0.381 1 
	0.394 2 
	0.352 6 

	内蒙古
	0.285 0 
	0.299 9 
	0.315 1 
	0.332 1 
	0.345 1 
	0.346 0 
	0.357 4 
	0.325 8 

	辽宁
	0.348 1 
	0.363 0 
	0.377 6 
	0.395 9 
	0.408 4 
	0.414 3 
	0.437 6 
	0.392 7 

	吉林
	0.300 7 
	0.312 1 
	0.332 0 
	0.353 9 
	0.372 0 
	0.376 9 
	0.390 1 
	0.348 2 

	黑龙江
	0.296 6 
	0.325 7 
	0.340 8 
	0.356 7 
	0.358 6 
	0.359 4 
	0.374 9 
	0.344 7 

	上海
	0.487 3 
	0.497 2 
	0.515 2 
	0.538 7 
	0.549 3 
	0.560 3 
	0.576 4 
	0.532 0 

	江苏
	0.511 9 
	0.537 2 
	0.556 0 
	0.589 8 
	0.611 6 
	0.634 0 
	0.658 6 
	0.585 6 

	浙江
	0.478 6 
	0.508 2 
	0.530 2 
	0.557 1 
	0.587 8 
	0.618 1 
	0.651 1 
	0.561 6 

	安徽
	0.376 8 
	0.376 0 
	0.395 7 
	0.424 3 
	0.450 1 
	0.468 2 
	0.482 9 
	0.424 9 

	福建
	0.406 1 
	0.421 6 
	0.440 1 
	0.461 6 
	0.479 5 
	0.490 8 
	0.507 0 
	0.458 1 

	江西
	0.339 3 
	0.347 5 
	0.359 3 
	0.386 8 
	0.415 7 
	0.433 1 
	0.460 0 
	0.391 7 

	山东
	0.412 5 
	0.438 8 
	0.465 3 
	0.496 9 
	0.517 7 
	0.516 5 
	0.544 8 
	0.484 7 

	河南
	0.425 9 
	0.415 8 
	0.438 8 
	0.458 9 
	0.485 4 
	0.493 6 
	0.515 9 
	0.462 0 

	湖北
	0.357 2 
	0.377 9 
	0.401 4 
	0.422 1 
	0.436 5 
	0.453 0 
	0.466 1 
	0.416 3 

	湖南
	0.341 9 
	0.366 2 
	0.387 0 
	0.411 2 
	0.425 8 
	0.435 4 
	0.459 3 
	0.403 8 

	广东
	0.568 8 
	0.599 9 
	0.638 0 
	0.677 6 
	0.717 7 
	0.745 5 
	0.769 0 
	0.673 8 

	广西
	0.322 2 
	0.327 5 
	0.352 0 
	0.372 9 
	0.383 0 
	0.393 5 
	0.402 5 
	0.364 8 

	海南
	0.310 8 
	0.332 9 
	0.351 6 
	0.354 2 
	0.367 7 
	0.371 1 
	0.381 1 
	0.352 8 

	重庆
	0.369 3 
	0.380 9 
	0.402 8 
	0.428 6 
	0.450 1 
	0.464 7 
	0.483 0 
	0.425 6 

	四川
	0.359 6 
	0.376 6 
	0.402 3 
	0.429 0 
	0.449 9 
	0.459 8 
	0.479 7 
	0.422 4 

	贵州
	0.294 5 
	0.308 0 
	0.331 8 
	0.354 5 
	0.363 1 
	0.364 0 
	0.377 4 
	0.341 9 

	云南
	0.309 7 
	0.326 1 
	0.343 6 
	0.363 7 
	0.383 5 
	0.396 2 
	0.421 1 
	0.363 4 

	陕西
	0.341 6 
	0.360 0 
	0.382 4 
	0.398 5 
	0.412 4 
	0.418 4 
	0.430 1 
	0.391 9 

	甘肃
	0.277 5 
	0.303 6 
	0.320 1 
	0.344 1 
	0.357 6 
	0.374 0 
	0.382 7 
	0.337 1 

	青海
	0.266 6 
	0.281 3 
	0.296 8 
	0.314 0 
	0.333 3 
	0.330 7 
	0.350 6 
	0.310 5 

	宁夏
	0.284 5 
	0.294 1 
	0.318 8 
	0.337 0 
	0.335 8 
	0.356 8 
	0.375 5 
	0.328 9 

	新疆
	0.289 6 
	0.315 3 
	0.327 9 
	0.347 6 
	0.363 4 
	0.361 5 
	0.375 0 
	0.340 1 

	全国
	0.362 7 
	0.379 2 
	0.399 2 
	0.421 4 
	0.438 5 
	0.449 5 
	0.467 8 
	0.416 9 

	东部
	0.431 1 
	0.450 9 
	0.471 8 
	0.495 2 
	0.514 3 
	0.528 9 
	0.550 5 
	0.491 8 

	西部
	0.342 3 
	0.355 4 
	0.374 0 
	0.396 5 
	0.415 0 
	0.425 1 
	0.442 9 
	0.393 0 

	中部
	0.309 1 
	0.324 9 
	0.344 9 
	0.365 6 
	0.379 8 
	0.387 8 
	0.403 2 
	0.359 3 


在总体水平上，数字创新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之间耦合协调水平处于濒临失调状态，但是近年来各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有所提升。第一，2014至2020年全国各省域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416 9<0.5），处于濒临失调区域，可见两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亟待提升。第二，2014-2020年数字创新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呈小幅上升发展趋势，其中2014-2016年间，两系统之间耦合协调度值分别为0.362 7、0.379 2和0.399 2，这三年的全国协调水平均处于轻度失调状态；2017-2020年间，全国层面两系统间耦合协调度升至0.4以上，耦合协调度等级被调整至濒临协调，各省域数字创新和制造业优质发展耦合协调空间分异特征显着，表现为高低两极稳定和居中省域变化剧烈的基本态势，处于极度失调和中度失调范围的省份减少，总体层面两个系统的耦合水平有了一定的缓和。

为进一步描述两系统耦合协调空间分异特征以及演变趋势，本文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的可视化方法绘制了2014-2020年数字创新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分异图（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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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数字创新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空间分异图

第一，自2014-2020年，数字创新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排名变化不大，多数省市尚未实现从不协调向协调甚至良好协调的转变。其中，广东、江浙、北京的数字创新耦合协调程度一直处于前列；然而，青海、内蒙古、宁夏和甘肃等省区排名较低。各省数字创新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效率在高低水平上均较为稳定，中部省份变化较大。二是30省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大。从全国层面来说，7年全国平均值为0.416 9，整体处于濒临失调的状态。2020年广东省耦合协调度为0.768，在各省中排名首位，耦合协调度水平最低的为内蒙古和青海（7年均值分别为0.325 8和0.310 5），处于严重失调状态，以上数据说明各省域间数字创新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特征明显。

4耦合协调度的时空联系研究

4.1整体空间相关性

实际上，各地的数字创新以及数字化建设程度不同，不同省域间的制造业发展也会有不同程度的相互影响，即存在空间相关性，故需要考虑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相互性和演变趋势。文章在时空演变基础上，运动空间邻接权重矩阵，计算全局莫兰指数，进而描述二者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集聚特点。由表4可知，研究时段内各省份耦合协调度的全局莫兰指数估计值未表现出较大波动，整体始终大于0且呈波动上升趋势，各省份均通过显著性检验（P≤5%），同时Moran's I值总体值较低，指数范围在0.181～0.236，属于低水平的弱空间正相关，具有“高-高”特征和“低-低”特征的省份在空间分布上相对集中，显著说明相邻省份之间的影响较大。随着时间的推移，I值由2014年的0.181增长至2020年的0.236，表明省域的空间正向联系有所提高，耦合协调度呈不断集聚态势。为了弥补全局莫兰指数主只能笼统反映数据的整体变化趋势这一不足，还需进一步研究各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数字创新耦合协调度的局部内部差异性。

表4 2014～2020耦合协调度的全局Moran's I指数

	指标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Moran's I
	0.181***
	0.186***
	0.198***
	0.208***
	0.207***
	0.225***
	0.236***

	P值
	0.001
	0.002
	0.001
	0.001
	0.002
	0.002
	0.016


注：*、**、***分别代表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4.2局部差异性

依据各省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数字创新耦合协调度计算的总体基尼系数G及其分解的东-西-中部地区的各区域内差异（Gw）、区域间差异（Gnb）、超变密度（Gt）并且满足G=Gw+Gnb+Gt的关系，各区域间基尼系数见表5。由表5可知，我国总体基尼系数呈波动增长趋势，总体差异先下降后上升，期末水平低于期初水平，说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数字创新的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呈增大态势。从总体基尼系数分解结果看，2014～2020年区域内差异为0.027 1～0.028 0，区域间差异为0.078 1～0.073 1，超变密度为0.009 2～0.010 5，数据结果显示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其中东部和中部的差异大于其他两组，东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数字化进展程度要高于中部和西部，因此加强区域间协同联系、创新发展结构才是实现高质量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

表5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结果

	年份
	G
	G分解结果
	区域间基尼系数

	
	
	Gw
	Gnb
	Gt
	东-西
	东-中
	西-中

	2014
	0.114 5 
	0.027 1 
	0.078 1 
	0.009 2 
	0.131 7 
	0.169 4 
	0.076 5 

	2015
	0.109 4 
	0.025 4 
	0.077 2 
	0.006 7 
	0.128 7 
	0.166 0 
	0.065 8 

	2016
	0.106 7 
	0.025 4 
	0.073 8 
	0.007 5 
	0.126 3 
	0.159 4 
	0.064 4 

	2017
	0.106 0 
	0.026 0 
	0.071 3 
	0.008 6 
	0.124 4 
	0.156 4 
	0.064 0 

	2018
	0.107 7 
	0.026 9 
	0.071 2 
	0.009 5 
	0.123 1 
	0.157 1 
	0.068 8 

	2019
	0.111 9 
	0.028 4 
	0.072 8 
	0.010 6 
	0.127 1 
	0.161 4 
	0.072 8 

	2020
	0.111 7 
	0.028 0 
	0.073 1 
	0.010 5 
	0.126 7 
	0.161 9 
	0.073 3 


4.3时序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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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耦合协调度的核函数估计图
数字创新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的时序变化特征，从图3中可以看出，核密度曲线随年份增加整体向右偏移，反映了耦合协调度水平呈不断上升的演进态势。同时，从曲线波峰数量来看，核密度曲线存在双峰，主次波峰值分别代表低水平和高水平的耦合协调情况，其中“主波峰”位于低耦合区域，这说明大部分地区的耦合协调处于中、轻度失调阶段，而“次波峰”较低，说明只有少量省域达到了中级协调水平，这也证实前文描述的耦合协调“橄榄”式分布。随着时间推移，“主波峰”呈缓慢下降的趋势，说明耦合协调水平两极分化的情况有所改善，部分省域正在缓慢地向勉强协调发展。从曲线延展性来看，整个研究期内曲线右侧拖尾较左侧拖尾更长更厚，说明高值区协调度有所提升，高值区城市数量占比增加。由此可见，不同阶段数字创新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具有发展水平差异，但总体上呈不断提升的演进特征，各区域耦合水平差异逐渐减小。

5研究结论与发展建议

5.1结论

本文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与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构建了数字创新与制造业高质量耦合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4—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数字创新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协调度的时空分异及演变特征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影响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相关因素，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第一，从整体来看，研究期末仍只有3个省份达到了初级协调阶段。七年的耦合协调水平达到了中级失调阶段，但整体上并没有实现到协调甚至较好协调的跃迁。同时，各地区的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进展不平衡，数字技术和数字化融合程度有很大差别，数字创新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表现出不平衡差异。

从时间演变特征来看，各省域数字创新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呈缓慢上升趋势。东、中、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由高到低的阶梯分布。且基于核密度估计图可以看出，研究时段中大多省域处于中轻度失调水平，只有少量省域达到初级协调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东部地区先协调，带动中西部一些轻度失调的省域向勉强协调的水平发展，使区域间空间差距缩小。

从空间分异特征来看，研究期内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全局莫兰指数估计值均为正值，这表示数字创新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具有的空间正相关性，耦合协调度呈不断集聚态势，相邻省份之间的影响较为明显。在研究期内，中国各地区数字创新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环境差异显着。东部沿海地区相对于中部地区而言具有更多优势资源条件及产业基础，其数字化转型升级速度快于中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则存在较多短板，需要通过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来完善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加快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

5.2未来建议

数字创新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实际上受政府调控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地域资源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制造业要提高相应的耦合协调水平，应该根据所处环境的数字化程度、经济效益、创新发展进程以及区位优势来科学规划自己的发展路线。未来研究可分析对耦合协调发展度的最大贡献因子，有针对性的帮助企业和政府精准施策。以下是本文提出的的未来建议：

一是政策技术破局，正确认识两系统协调发展关系，针对中西部地区因地制宜的制定帮扶政策，给予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创造性高质量发展，依据各地区的发展情况有针对地施策，使东西中部地区最大限度发挥各自优势，抓住创新动力和发展先机，助力实现协调发展。

二是加强构建数字生态，发挥资源禀赋优势，打造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的先进生产力。首先是人才队伍建设，人才创新高地建设是产业发展转型的依托，通过集聚科技创新资源，为数字创新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其次随着中国数字化转型进程持续加快，企业对研发投入需求不断加大，数据资源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数字技术应用和服务能力逐步增强，加大数字创新投入，推动制造行业向智能工厂升级。然后是将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应用等数字技术融合，优化产业结构，完善生产制造流程，促进核心成果转化，数字创新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环节，要抓住这个大方向，推动数字创新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达到耦合协调水平。

三是发挥地区资源禀赋优势，加强交流合作，积极吸收区域中心城市在数字创新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空间溢出效应，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快信息技术等资源在区域间的流动，各地区加强技术追赶能力，区域间分工协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缩小协调度水平的差异程度，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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